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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变革带来方法论启示 
 

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  许建美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的建议》进一步指出，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

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到注重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模式的创新，也是发展道路

的“升维”擘画。这意味着，我们党预见了传统发展模式的困境和可能造成的资源枯竭、生态恶

化等后果，主动调整发展预期和发展模式，实现更可持续、更高品质的发展。高质量发展理念对

于教育变革具有方法论意义。 

    高质量发展蕴含方法论智慧 

    高质量发展蕴含着鲜明的共生理念。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以追赶的心态推动经济高

速发展，社会生活中的个体与共同体则将“强国有我”的大愿景和不断提升生活品质的小目标相

结合，焕发出强大的工作动力，中国因此创造了全球经济奇迹。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发展经济的

同时，不断深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认识，不断提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对可持续性发展重要

价值的认同。为了防止陷入“先发展后治理”的工业化老路，我们前瞻性地提出了新发展理念，

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模式，引领经济社会走向更重品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敏感性。2021年 2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

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在全局意义上走出了“生

存”议题，全面步入新发展阶段。时代的变迁和发展阶段的迭代，必然带来发展主题的创新。黑

格尔曾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 从“发展”走

向“高质量发展”，是对时代精神深刻把握基础上的主动谋划。 

    高质量发展的创生，体现着自觉的“让步思维”和代价意识。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创造经

济高速发展业绩的同时，也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主体中生产出一种强烈的路径依赖。要从这种路

径依赖中挣脱出来，既需要在思想上培育对新发展理念的深度认同，也需要勇于搁置乃至放弃传

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某些既得利益。除旧布新和深度转型，必然涉及长远规划和眼前利益的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功成不必在我”，就是要求相关责任主体不为眼前利益所困，愿意为新

发展格局付出持久的努力，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付出必要的代价。这是对系统性变革普遍存在

的“初期下沉”规律的自觉遵循。在这个意义上提出新常态”，主动调低经济发展预期，是为高

质量发展预置空间的自觉谋划，体现了重要的方法论智慧。 

    破解当前教育领域发展难题 

    在高质量发展格局中，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既是重要的构成内容，也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论断，就是对新发展阶段教育使命的创新表达。

但是，与高质量发展所规划的宏观愿景相比，当前教育中的一系列发展难题亟须破解。 

    首先，教育改革的“加法逻辑”造成内卷化加剧。近年来，教育领域在内外双重力量的推动

下，成为社会改革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但由于缺乏系统思维，教育改革有时采用“缺啥补啥”

的思路。这种简单的“加法逻辑”，会加剧改革的“内卷”效应，即不得不用新的改革去修正原

有改革的问题。如果教育改革不懂取舍之道，一定会淹没在不断袭来的变革话语和不断叠加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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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政策中。 

    其次，组织利益超越教育初心造成教育本质的异化。学校作为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组织，

从其诞生时起，就将育人作为其发挥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功能原点。但组织一旦形成，在持守

其本体价值的同时，也会不断扩充乃至跨越其价值边界。组织是服务于人，为人的生存提供安全

感的。但组织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会逐渐产生非人格化系统的“人格化”效应，从而拥有超越

个体的组织利益。当组织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逐渐背离组织初衷时，就会产生组织异化

现象。具体到学校而言，有的学校为追求评价等级和排名，采取违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行

为，就是组织利益凌驾于儿童发展价值之上的表征。 

    最后，对学生的“过度开发”弱化了学生可持续性学习力。“先王之法，不涸泽而渔，不焚

林而猎”，这是值得尊重的朴素事理。但是，教育卷入者受剧场效应的影响造成压力层层传导，

儿童成为家长、社会、学校等多重复杂焦虑的底层承受者，心智被过早开发，且长期处于高压力

高焦虑的竞争状态中。对短期利益的过度关注，造成了对儿童可持续性学习力的损伤，从长远看

也削弱了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走向教育的深度变革 

    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不仅向教育深度变革提出了强烈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深度

变革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首先，教育深度变革需要培育变革的内生力量。在宏观层面上，深度变革意味着聚焦教育治

理体系改革，系统梳理教育领域不同层级、不同主体各自承担的责任及其边界，实现教育治理体

系现代化。在微观层面上，教育深度变革意味着真正把学校作为深度变革的基本单位，推动学校

变革内生力的培育与优化。美国教育学者古德莱德曾指出：“如果将改革从外部施加于学校，那

么学校的改进最多只能是缓慢的。依我的判断，最有希望的改革方法就是寻求开发学校自身的能

力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以成为基本上可以自我更新的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学者叶澜也强调，将

学校变革与师生个体的生命成长相结合，催生师生投入学校变革的勇气和智慧，努力形成师生自

主参与学校变革的内在动力，这是未来中国教育深度变革的底层力量之源。 

    其次，教育深度变革需落实到教育日常形态的改变。师生的学校生活学习样态是检验教育深

度变革是否发生的首要指标。改变教育的日常形态需强化“三常”思维。所谓“三常”，即尊重

常识、优化常规、培育新常态。很多复杂事务背后往往都蕴藏着一个简单的被大部分人所认可并

理解的底层逻辑，这个逻辑就是常识。常识是静水流深之下的思维动力。教育变革要落实到日常

教育形式之改变，首先要尊重常识。这意味着教育要回归育人初心，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切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价值尺度。之所以强调优化常规，是因为真正有力量的改革一定是在基本常规意义上

的有效革新。教师研究学情、钻研教材、设计高质量问题、引发课堂网状互动⋯⋯这些都是教育

教学工作必须坚守和持续优化的常规。之所以强调培育新常态，是因为改革新质的扎根，需要的

是久久为功的持续努力。只有改革理念真正变成教育的新常态，“改革”才算是真实发生了。 

    最后，高质量教育变革需要确立循证思维。循证思维即为决策和专业化实践寻找多元化最佳

证据的思维方式。它最早源于“循证医学”，逐渐扩散到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在教育变革中

确立循证思维，需要建构融合证据产生、转化、运用与评价的教育证据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教育研究应更自觉承担证据提供者的角色，各类教育智库则应主动承担证据向决策转化的中介，

决策部门应该以“基于证据”或“知于证据”的理念推进决策科学化。处于整个循证教育系统基

层的是作为变革主体的校长和教师。基于循证思维的高质量教育变革，需要聚焦教育从业者的循

证能力建设，在职前培养和职后的专业化实践中，不断强化校长和教师基于证据开展反思性实践

以及在实践中评价、检验和修正证据的能力。 

    深度变革时代对变革主体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变革话语中甄别出隐藏的实践逻

辑，引导实践更自觉地回归初心，建构愿景。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而言，这不仅需要审慎的态度，

更需要重思和重构教育变革的方法论。 


